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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模式下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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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道德人假设上的一种德治模式,这种德治模式在法律制度的建构中由

于理性缺失,主要表现为权力本位和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在法律制度的运行中人情化和工具化现象严重,使法治

停留在表面化、口号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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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形成的人

性假设

制度是在社会或群体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调
节、规范其中各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关系和互动行为

的社会规则或规范。作为广义的组织或群体行为

规则,从人结成社会的那一刻起,制度就与社会、与
人如影随形地共存着。[1]传统社会的道德、风俗习

惯和礼仪,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组织章程和纪律,
不过是制度不同形态或同一形态不同演化阶段的

表现。对于共同组织和社会,制度确保其秩序稳定

和整体目标之实现;对于个体或个人,制度则提供

在不违背共同利益和集体目标前提下个人行动的

领域、限度和方式。制度虽然是群体行为与活动的

结果,但却不纯粹是自发的东西,制度尤其是组织

制度总有人为设计的痕迹。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

建立的制度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效果。
西方的理性人假设把每个人都看作理性的个体,他
们精于判断和计算,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

使人们有利于理解经济规律,设计出符合理性人的

经济制度;社会人假设认为人是社会存在,具有社

会性的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组织的归属感比

经济报酬更能激励人的行为,从而为管理实践开辟

了新的方向。道德人假设认为人们在追求物质需

要的同时,也能够承担对组织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并且能够以道德自律的方式进行自我治理。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强调每个人都具有向

善、成善的能力,并能接受道德教化的塑造。受这

种道德人假设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德治

思想。这种德治思想主要包括两个基本环节,一是

人皆可为尧舜,被统治者具有向善的能力和欲望,

可以实现自我管理。二是治国者的道德素质成为

德治的关键,关系到治国的兴衰成败,这个关键环

节又可概括为贤者治国。何为贤者,司马光认为

“德行高人谓之贤”,朱熹认为“贤,有德者”,所以中

国传统德治思想特别注重君臣的自身道德修养。

在具体的治国方略上,强调一定要处理好君臣民的

关系,君是通过臣来实施对民治理的,而民又为国

之根基,民心向背关系到政权稳固和长治久安,所
以历代思想家和统治者都主张以民为本,形成民本

文化的德治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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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治模式对中国传统法律制

度建构的影响

(一)权力本位

卢梭认为,人生来自由,具有自然权利,处于没

有国家或政府的自然状态。为了解决自然状态的

困难和不方便,人们通过协商,形成共识,达成默

契:每个人都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把大家让渡的

这部分权利交给一个后来称之为国家或政府的组

织,交给政府的权利就成为权力。[2]因此,权力来源

于人民;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就在于人民公意的认同

及人民主权的赋予。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的一切

法律制度都是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

点和归宿的,政府是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义务的主

要承担者。正如迪尔凯姆认为的那样,传统社会是

机械团结的社会,集体意识是传统社会实现整合的

精神基础。在机械团结社会,集体意识笼罩了全部

个人意识,驾驭着大部分个人,左右他们的日常生

活,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强制力。古代的中国社会就

是统治者通过强化民众的集体意识,愚化、奴化民

众社会心理实现其统治的。这个社会没有法律或

统治者的权力不受约束,只尊重神圣的传统习惯;
统治者不是上司而是“主子”,其行政班子成员不是

“官员”,而是“仆从”,决定行政班子与主子关系的

不是事务上的职务职责,而是仆从的忠诚;服从是

建立在对主子的忠诚上,而不是建立在法规上。传

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对统治者来说不仅缺乏约束,而
且赋予统治者个人充分的独断自由。因此,统治者

的权力在实际运作中无限膨胀,从而使他的臣民对

他的服从失去了具体的限度,造成官员越权渎职、
贪污腐败泛滥成灾。

(二)理性缺失

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强调从当权者自身的德性

修养出发实现德治,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充分保障

并实现统治者的权力,领导者的言行是作为社会的

准则和行为规范仿效的,从来都没有被统治者的权

利。即使他们勉强承认作为被统治者的百姓有自

由,那也是在无知基础上的自由。“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即是明显的例证,它与道家所强调的“不
以明民,而将愚之”殊途同归。既然是愚民,自然也

就不会以智慧解决问题,实现民主和自治,只有靠

当权者用高尚的道德来役使。这样,在传统德治思

想影响下产生的社会管理和治理方式,就是完全依

靠对某些魅力型人物的极端迷信而维持的。统治

者周围有一大群支持者和拥趸,他们听从长官的命

令和指挥,国家的权力至高无上。这样的管理模式

上行下效,官员做出的决定和决策完全依据以往的

经验,缺乏必要的监督和保障机制。被统治者只能

被动地接受和完成,他们没有表达的渠道,也没有

表达的权利,民众的行为一旦违反领导者的意志,
既要受道德舆论的谴责,也要受国家权力的强制惩

罚。与之相反,官员的地位和权威不容置疑。在这

样的体制和制度下,既无成型的权力约束机制和制

度,即使有制度,官员的行政行为往往跨越权限、超
越程序,而不必承担必要的责任。对权力的枉纵和

宽容,则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差序制度

加以论证。在中国存在和沿袭了逾2000年的封建

等级制度就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建立和形成的。
这种制度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却缺乏必要的弹

性,一旦朝廷和政府的越权行为超越了民众的容忍

限度,就必然导致制度衰亡和天下大乱,即所谓“其
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三、德治模式下中国传统法律制

度运行批判

(一)法律制度的人格化甚至人情化

传统德治模式不能把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与人

们的基本社会权利保障相联系,却与对英雄和伟人

的道德水平相对应,从而造就了制度面前的双重标

准: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种制度形态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管理的人格化、人情化,
而非制度化和理性化,维护社会的制度力量相对松

散,没有强制性的法律做后盾。形成的是费孝通先

生所讲的差序格局下的礼俗社会,是一种包含着不

民主的横暴权力结构。这种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

社会盛行的结果就是没有规矩、腐败横行,造成丑

恶现象的大肆泛滥,最终对社会秩序和制度造成致

命的冲击,同时也冲击政权的合法性。
迪尔凯姆认为有机团结社会的客观标志是复

原性法律。这种法律其目的不是立足于惩罚,也不

是强烈的集体意识的表现,其功能是把分化的个人

组织起来,促进社会和谐运行,维护个人与群体之

间的相互依赖关系。[3](P234)儒家的传统德治模式对

管理者或统治者的理想化期待,使中国社会在民主

化、法制化进程中大量残留着机械团结的人治社会

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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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工具主义和对程序正义的忽视

法律要被信仰,必须以正义为先。天理、王法

观念构成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其逻辑前

提是王权不容置疑地合乎道义,统治阶级是先天正

义的。这不仅是法律工具主义的道德前提,而且同

时也是以性本善为基础的道德中心主义的逻辑结

论。这种意识体现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就是表

现为公民权利的缺乏和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受

儒学伦理和封建集权政治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国
家权力始终处于强势的支配地位。在公民与国家

关系、权力与责任关系中形成了不对等关系,这些

不对等关系意识最终都可归结为权力中心或官本

位。表现在法律制度中,便是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实

践中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不仅忽视而且排斥对公

民的基本权利的保护。[4]

(三)法治的表面化和口号化

中国传统社会依靠对某些有威望的卡里斯马

型人物的过度信任造就了泛道德化的社会土壤,通
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形成了固有的统治模式,国家

与公民之间缺乏沟通的社会渠道,社会民众既是顺

民也是愚民,除了安于现状服从国家统治之外,基

本没有健全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也缺乏必要的

社会知识和理性的法律精神,而在权力阶层的意识

中,则充斥着法律工具主义、政治实用主义和法治

表面化倾向。受这种思想影响,至今仍有一些官员

表现出明显的官本位意识;大量社会民众仍然缺乏

制约权力和维护自身权利的信念,导致法治秩序难

以化为中国的社会现实,甚至出现依法治国中治下

不治上、治外不治内和治民不治官的“三治三不治”
现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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